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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信任的相关理论回顾
政治信任是国家一系列治理成效在公众心理层面的投射，是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评价与情感
取向。[1] 在体制层面，公众政治信任影响政权合法性以及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赖以生存的关键社会
心理基础。在公众个体层面，政治信任直接影响其政治行为模式，是解释政治支持、体制外政治参与
的重要因素。[2] Gamson 认为：“由于信任，公众授权并让政府做出决策达到社会目标，并且不需要透
过高压统治的方式就能让公众顺从。”[3] Weatherford 则指出；“信任能让公众允许政府做出追求长期
利益的决策，即便这样的政策在短期内是不受欢迎的。相反，一旦公众收回或减少的对政府的信任必
将减少其对政府政策的遵循。[4] 可见，政治信任是维系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 [5]，对于政治体
系的顺利运转意义重大。正因如此，政治信任一直作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备受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政治系统理论、公民文化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等理论为依托，
摘 要：政治信任是影响政权合法性、政治稳定以及治理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台湾公
众政治信任的对象分布与层次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考察2000年以来台湾民众政治信任在水平、
结构以及影响因素方面的发展变化为核心，以东亚民主化调查 2001-2014 年四波数据为分析样本进行
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公众对不同政治
机构的信任水平差异较大，对于党派色彩浓厚的机构，公众的信任程度较低；在影响因素层面，公众
对政府质量、政治体系保护公民权利、推进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民主程度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具有较
大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信任会促进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形成。值得注
意的是，近年来，公众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不断提升，而公众对台湾民主
体制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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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几十年来，欧美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
政治信任的测量与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两个方面。
政治信任的测量是学界进行政治信任研究的起点与重要动力。[6] 1958 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
将测量公众的政治信任作为其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从此便开启了世界各个民主化调查与价值观调查
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关注。然而，针对政治信任这一复杂的微观政治心理，不同学术机构对政治信任
的测量维度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在进行政治信任测量时比较注重公众对
于执政当局的施政表现的主观评价，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能否满足公众的期待是衡量政治信任
的核心，对政府及官员的能力、操守、执政动机的评价即成为衡量政治信任的最重要指标。美国国家
研究（ANES）的测量体系侧重于考察公众对政府体系信任的考察，一度受到世界许多学者的广泛采用。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迈入转型国家的行列，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政治信任测量体
系只针对传统西方民主国家的弊端逐渐暴露。由于转型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中立法、行政、司法等不
同机构不能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完全独立运行，相应的，公众对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如立法、司法）
的信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整体政治信任水平。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测量政治信任水平时（尤
其在转型国家和新兴民主化国家和地区），只用一个机构（政府）为标的考察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是
不合适的。Norris 和 Mishler and Rose 等人就提出对于政治信任的测量应当涵盖公众对中央政府、立法
机构、法院、政党、警察、军队等政治相关机构的信任测量。[7] 这一测量方案被“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全球动态调查”(Global Barometer, GB) 等许多调查研究机构采用。本文对台湾
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也是采用此种测量方法。
对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是政治信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理论界形成了两种分析的
角度，即制度绩效决定论与文化生成论。制度绩效决定论者认为，公众是否信任政府主要原因在于政
治体系的产出如何，或者政治程序上是否有合乎主流的正义标准，如政治体系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如
何？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怎样？政治领域是否清廉？政治程序是否公开与透明等 [8]。如果说制度绩效
论者侧重从人之理性这一普遍性的角度考察政治信任的来源，那么文化生成论者则着力从人的文化、
社会、历史属性，即人所存在的具体的时空背景的角度对其政治信任予以考察，文化生成论者认为人
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与该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
方式关系密切。政治信任孕育于社会系统之中，是社会信任的拓展。有学者用了大规模的跨国时间序
列分析得出结论，有些社会具有高度信任的文化，而有些社会是以低度信任文化为特征的。[9] 罗伯特 •
帕特南则通过对意大利南北部的比较证明，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社会
交往模式也会导致不同信任文化的产生，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治理绩效。[10]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公众高
度政治信任的关注则证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乃是公众的政治信任的重要文化支撑。[11]
以上是学界分析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两个维度，也是本文分析台湾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主要理论依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台湾经历了立法机构全面改选、行政机构直接民选，直至 2000 年，台
湾民进党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台湾经历了民主化转型的核心历程。经历了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政
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也必然有了显著的不同。此外，近年来，台湾的经济
发展速度放缓，甚至某些年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根据台湾主计处发布的台湾人均 GDP 结果，
2014 年台湾人均 GDP 为 22668 美元，2015 年人均 GDP 为 22384 美元，呈现负增长态势），政治、经
济环境必然带来公众政治心理的变化，细致考察当代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素有
助于深入了解当代台湾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把握当代台湾公众与政治体系的互动模式。为此，本文
以东亚民主化调查 2001-2014 年间的四波数据（2001 年、2006 年、2011 年、2014 年）中台湾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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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更加细致深入地了解当代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心理在水平、结构以及影响因
素等方面的演变与发展。四次问卷调查以台湾 20 岁以上的成年公民为对象，以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
的方式确定样本，第一波（2001 年）台湾地区数据总样本为 1415 人、第二波（2006 年）台湾地区总
样本为 1597，第三波台湾地区的总样本为 1592 人，第四波（2014 年）台湾地区总样本为 1657 人。[12]
二、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总体水平及结构
依据前文对于政治信任测量方式的分析，本文对于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采用多种政治机构信
任测量的方法，即针对公众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政党、军队、警察等不同机构的信任
程度考察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依据问卷采用的四点式利克特量表，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比
较不信任、非常不信任四个等级依次赋值 4-1 分，以公众对各个政治机构信任得分的平均分衡量公众
的政治信任水平，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台湾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变迁
2001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14 年
政府人员信任 2.06（.570） 2.15 (.576) 2.08 (.593) 2.04(.543)
立法机构信任 1.96（.725） 1.98（.707） 2.00（.679） 1.98（.662）
行政机构信任 2.40（.691） 2.33（.694） 2.29（.659） 2.15（.657）
司法机构信任 2.48（.696） 2.26（.718） 2.22（.723） 2.14（.698）
政党信任 2.01（.630） 1.98（.657） 1.94（.657） 1.85（.638）
军队信任 2.75（.703） 2.63（.726） 2.46（.755） 2.37（.748）
警察信任 2.44（.723） 2.48（.724） 2.46（.731） 2.55（.714）
政府体系信任 2.30(.711) 2.27(.751) 2.34(.629)
政治信任均值 2.28 2.26 2.22 2.17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四波数据；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图 1：台湾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变迁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四波数据
表 1 和图 1 的统计结果显示，从 2001 年到 2014 年这十几年的发展趋势上看，台湾公众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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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具体考察公众对各个机构的信任可以发现，十余年间，公众对立法
机构的信任水平比较稳定，对警察的信任水平在 2014 年有所提升，对于其他各个机构，公众的政治
信任水平均不断下降。从各个政治机构公信力比较来看，台湾公众对各个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差
别较大，公众对不同机构的信任由高到低大致分别为：军队、警察、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立法机构
和政党。其中，公众对立法机构和政党的信任程度在历次调查中都是最低。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台湾
公众对各个不同的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与该机构的“政党色彩”是否浓厚有一定关系，即具有一定政
党色彩的政治主体，如立法机构、政党等会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党派把持的政治机构，公众对其的信任
程度较低，而倾向于“中立化”的政治主体，如军队等，公众对其的信任程度则比较高。2000 年之
后，台湾经历了领导人选举中的政党轮替，由于政党竞争体制的推行，公众会因为对不同党派的认同
或疏离而产生对此党派所把持的政治机构的认同或疏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政党支持的差异是
形成台湾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信任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13] 此外，戴维 • 伊斯顿在《政治生活
的系统分析》中将政治支持分类为弥散性支持（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与特殊性支持 (special political 
support)，此种分类也成为后来众多学者对政治信任分类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弥散性政治信任主要
针对政治社群和政治体系的信任，相对而言，特殊性政治信任则主要指向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
构以及政治体系工作人员的施政表现。从上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台湾公众对其政府治理体系
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其对各个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均值；台湾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总体上高于其
对特定政治人员的信任。在此意义上，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弥散性政治信任高，特定性政治信
任低的特征。
三、台湾公众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前文的相关论述，本文以制度绩效和文化传统两个层面为切入点，并结合台湾公众的人口学
特征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 2006 年至 2014 年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因素予以分析。（因为第一波
数据变量不全，本文仅将第二波至第四波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的变量操作化以及分析结
果如下：
（一）因变量的操作化
作为研究核心，政治信任是模型构建中的因变量。根据以往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操作，我们将公
众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军队、警察、政党的政治信任取均值作为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多
元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二）自变量的操作化
在自变量层面，本项研究以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为基础，选取公众对政府质
量、公共服务、公民权利实现程度、经济现状的评价作为制度绩效层面的自变量，选取威权主义文化、
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信任作为文化层面的自变量，加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意愿等人
口统计学变量，具体指标与操作化过程见下表：
表 2：影响政治信任的自变量指标
维度 指标 指标操作化说明
人口特征
性别 男性：0； 女性：1
年龄 根据受访者实际年龄为准
受教育程度 大学以及以上教育程度：0；大学以下教育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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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绩效
政府质量评价
对受访者关于“政府守法程度”、“政府回应性”、“信息公开度”、“行
政机构腐败程度”、“政府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认知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
子分析，提取“政府质量因子”1[14]。
公共服务评价
对受访者关于“获取身份证件”、“小孩接受基础教育”、“获得医疗救治”、
“在需要时获得警方帮助”四项公共服务便捷程度的评价运用主成分法进行
因子分析，提取“公共服务评价因子”。2[15]
公民权利评价
对受访者关于本地区人们的“基本生存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平等对待”、
“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公民具有结社自由”的评价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
子分子，提取“公民权利评价”因子。3[16]
经济现状评价
“你对现在的经济运行情况的总体评价如何？”
1：不好  2：一般  3：比较好  4：很好
民主评价
总体来讲，你对目前的民主运行方式是否满意？
1：非常不满意……10：非常满意
政治文化
威权主义倾向
“即使父母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子女也要服从。”
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
集体主义倾向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1：完全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 3：比较同意 ； 4：完全同意
社会信任水平
对“亲人的信任”、“邻居的信任”、“交往中的其他人的信任”三个变量
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社会信任”因子 4[17]。
（三）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
以表 2 中所示的自变量构建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多元回归模型（见表 3）。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各个统计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各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因变量，即
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
表 3：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 1（2006 年） 模型 2（2010 年） 模型 3（2014 年）
性别 0.049* 0.090** 0.055**
年龄 0.089*** .023 0.053
受教育程度 .073** 0.050 0.112
政府质量评价 0.247*** 0.360*** 0.182***
公共服务评价 0.012 0.052 0.058**
公民权利评价 0.143*** 0.008
经济现状评价 0.117*** 0.138*** 0.146***
民主评价 0.154*** 0.092** 0.069**
威权主义倾向 0.067** 0.076** 0.031
集体主义倾向 0.006 0.071* 0.033
社会信任水平 0.123*** 0.212** 0.055**
常量 1.875 1.749 1.941
Adjust R2 0.248 0.306 0.177
N 1163 1021 1225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化调查；注：***：P<0.01,**：P<0.05.*：p<0.1， 表 3 中显示的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以及公众的文化观念乃是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
主要因素，此乃三波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所呈现出来的共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制度绩效层面，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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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质量的评价、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评价、对经济现状的评价，对民主运行的满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
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在文化观念层面，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公众的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公众政治
信任的文化心理基础。在控制变量层面，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政治信任水平更高，
在模型 1，即 2006 年的统计模型中，年龄越大的公众，没有受到过大学教育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更高。
另外，如果将三个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近十年发展中，公众对政府
质量的评价一直是影响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最为重要的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经济现状的评价对
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在 2006 年到 2014 年之间逐渐增强，而公众对民主制度运行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
的影响力度则逐渐减弱，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在最近一波的数据调查中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而公众对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评价只在 2001 年的模型中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影响力。在政治
文化层面，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在三个模型中对公众的政治信任都具有影响力，而公众的威权主义价值
观对政治信任在 2010 年和 2014 年的模型中则对公众的政治信任不具有影响力。
四、结论与讨论
以前文的数据统计结果为依据，本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与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2000 年以来，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总体上，台湾公众的政治信
任呈现出弥散性政治信任高，特定性政治信任低的特征；公众对各个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差异较大。
前文的统计结果显示出，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台
湾学者的相关研究，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在 1992 年至 1998 年逐年下滑，在 200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政
党轮替之后略有回升。[18] 如果结合本文的统计结果可以判断，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即不断下降，虽然在 2000 年左右略有回升，但此后又一路走低，并未改变下降的势头。总体
看来，台湾公众对其政府体制、政治机构、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逐渐下降，呈现出弥散性信任高，
特定性信任低的特征。此外，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差别较大。公众最信任的政治机构（军队）
得分比公众最不信任的政治机构（立法机构和政党）得分高出将近一个层级。通过比较公众对不同政
治机构的信任水平可以发现，政治机构的“政党色彩”是否浓厚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公众对这一机构
的信任。“政党色彩”较浓厚的机构，公众对的信任水平较低，而对于 “中立性”色彩较浓厚的机构，
如军队和司法机构等，公众对其的信任水平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历了民主化转型之后，公
众的政治心理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二）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出理性策略与文化认同并重的复合型信任特征，且政府的治理过
程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更较大。
正如前文所述，在分析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时，学界历来存在着“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
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则分别立基于对政治信任主体，即公众的“理性选择”特质还是“群体认同”
特质的关注。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受理性选择影响的政治信任称之为“策略性信任”，受群体文化认同
影响的信任称之为“认同型信任”[19]，那么，从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基于策略与认同的复合型信任是台湾公众政治信任主要特征。这说明，虽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体系应实现良好治理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对政府治理绩
效的切身感受和理性判断已然成为影响台湾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此外，在代表政府治理绩
效的四个变量中，台湾公众对代表政治治理过程的政府质量因素的评价其政治信任具有较为持久的影
响力。这说明，公众在确定是否对政府付出信任时更加注重政府治理过程是否公开、公正、守法以及
政府的回应度如何等政府自身的特质。
（三）公众对政府质量评价和儒家文化传统为台湾政治体系提供了政治信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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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倾向对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作用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许多研究东亚地区政
治文化的学者的判断。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态度不仅依据政治体系的客观表现，也依赖于人们内心中
所固有的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特征之一。本项研究的结果也
证实了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过，正如有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种威权
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倾向会随着现代化、民主化的推进而逐渐减弱，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也在一定程
度上显示，在 2006 年到 2014 年这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儒家文化中威权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对
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在一定意义行呈现出不断减弱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化与儒家
传统文化在公众政治心理影响中的博弈过程。这是否说明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已经出现了策
略性信任主导，认同性信任式微的趋势，这还需要通过更长时段的考察加以确认。
（四）近十年间，台湾公众对经济现状的评价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民主满意度对
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断减弱。
正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失业率逐渐攀升，
切肤之痛促使公众在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时出现了价值重心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短缺心理”，
即当某种物品、机会等变得越来越稀少时，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这一心理学的核
心特征，也反映出治理绩效对于政权合法性塑造的重要意义。相对而言，台湾公众对台湾以政党轮替
为特征的民主体制运行的满意度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在 2006 到 2014 年间不断下降，这也在一定
意义符合许多学者对于台湾近年来民意发展方面的判断，即经历了十几年间政党轮替制度的运行，西
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光环在台湾公众心中不断淡化。[20] 对而言，政府质量与政府治理水平如何，尤其
是对执政体系是否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这一因素已经成为公众是否信任政治
体系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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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n the Public Political Trust in 
Contemporary Taiwan: Level,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Li Yanxia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s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e cost of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ome new feature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of Taiwan’s public political trus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aiwan's 
political trust in the level,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since 2000 based on the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 The Statist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declining trend in Taiwan’s public political trus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on the level of public political trust among different institution.The more one 
institu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parties, the less public trust it will gain. On the asp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the 
public evaluation to the government quality, the protection to the civic right, the promo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mocracy affect public political trust. Meanwhile,the authoritarian valu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social trust will sustain the public political trust in Taiwan. I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at 
the impact of public evalua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trust has been increasing, while 
the impact of public's evaluation on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has gradually weakened in recen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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